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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家罗亚娜《求道》一书之比较研究方法与
框架批判 *

钱  爽

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人文学院汉学教授兼亚洲与非洲研究

学系主任、欧洲中国哲学学会（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Philosophy，EACP）主席罗亚娜（Jana S. Rošker）女士于 2008 年在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其英文专著 Searching for the Way: Theory 

of Knowledge in Pre-modern and Modern China（ 中 译 书 名 为《 求

道—近现代中华知识论》），全书史论结合，平铺直叙，全面展示

二千五百余年以降中华知识论之发展变迁史，为不可多得之中华知识

论史宝贵研究资料。

一  全书概览—揭弊

罗氏一书除“绪编”（Introduction）外，凡三编，共廿六章。全

书以知识论史为线索，以中华哲学人物为节点，纵分综论中华先秦诸

子、宋明清儒、近现当代三阶段之知识论史。其中，编上之章二凡五

节，述先秦诸子知识论，主要围绕“名”（name）“实”（actuality）

之辨或“言”（language）“实”（reality）之辨，论及孔子、墨子、

荀子、韩非、老子、孟子、公孙龙、惠施、后墨与庄子凡十家先秦诸子；

自编上章三至编中章十六，述宋明清儒知识论，主要围绕求知之目的

与求知之方式，论及朱熹、邵雍、周敦颐、二程、陆九渊、王守仁、

*  本文是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史论》（15ZXA005）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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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德洪、王艮、王畿、李贽、顾宪成、高攀龙、王夫之、颜元、李塨、

戴震凡十七位宋明清儒；自编下章十七至编下章廿六，述近现当代知

识论，主要围绕中西知识论之比较研究，论及康有为、梁启超、谭嗣

同、严复、王国维、胡适、冯友兰、张岱年、李泽厚、牟宗三、熊十

力、张东荪、金岳霖、冯契、贺麟、孙中山、毛泽东、夏甄陶、胡军、

张耀南凡廿名近现当代诸学者。

该书为欧西汉学知识论研究之新作，且儒释道三教圆融之思想贯

穿始终，由此可见罗氏作为欧西学者，其能够摆脱西洋哲学之固有思

维定式框架，而展现其中华系统思维之开放与成熟，颇令人叹为观止。

然余须对罗氏一书之书名定位先做一番批评。罗书书名之副标题

为“近现代中华知识论”，观其书之具体内容，便可发现，罗氏所谓

“近现代”之历史分期定位，始自宋明，迄至当下。盖因罗书之篇幅，

于宋明知识论始为其详部，之前之先秦知识论为其略部是也。吾人不

禁发问，何以罗氏所谓之“近代”，竟以宋明为其肇始？余窃以为，

此殆罗氏仍深受西式历史分期定位框架及西式中华哲学史分期定位框

架之禁锢局限所致。张耀南先生有云：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1919）把“中国哲学史”分成古

代哲学（自老子至韩非）、中世哲学（自汉至唐）、近世哲学（自

北宋至明清）三个阶段，其中“近世哲学”在时间上是指北宋到

晚清约一千年。这个划分法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查日人远藤隆

吉所撰《支那哲学史》（1900—1902），就是这样的三分法：“古

代哲学”述先秦诸子，“中古哲学”述前汉至唐，“近世哲学”

述北宋至明清。a

而日人如此之分期定位框架缘何？葛兆光先生有云：

a　张耀南：《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全盘化西”—论“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之“拐点”》，载《北

京行政学院学报》，2009 年第 2 期，第 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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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大正年代，也就是中国的晚清民初时代，当中国哲学史或

思想史界还在艰苦转型的时候，日本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已经完成了

相当大的转向。……西方哲学的分类方式代替了原来传统的理解框

架，这构成了日本近代重新书写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的开端。a

由是可见，罗氏如此之历史分期定位框架及中华哲学史分期定位

框架恰源自其生活之西洋语境，其虽意欲摆脱西洋中心论之话语，然

由于其潜移默化受西洋文化之浸染，故其欲完全摆脱此霸权性话语甚

难，吾人于其论述中将多少见其西化之端倪。此副标题所衍生之西式

历史分期定位框架及西式中华哲学史分期定位框架即是一明证也。

此外另综观全书格局，所憾之处亦在所难免。余以为罗氏撰写中

华知识论史之过程中，由先秦诸子直逾至宋明清儒，竟越过中华两汉、

魏晋及隋唐时期，而未能评述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及隋唐佛学（尤指

禅宗）之知识论变迁史。吾人须知此三期知识论思想架构承前启后、

继陈开新，乃重要之桥介也。其所处之时代，亦面临比较研究之格式

选择，于今之比较研究裨益匪浅。尤以禅宗化印佛为此三期知识论发

展之造极，且所流芳中华后世知识论之发展（尤指宋明清儒知识论及

近现当代知识论之发展）者亦尤甚也。惜乎罗氏未能有幸于本书中一

展中华禅宗知识论之奥义，吾人竟不得知禅宗知识论之大全。或因罗

氏研究功力、知识储备及理解能力有限而竟未能成，此殆本书之一憾

事也，然岂非亦是学者今后重塑此书思想之一大契机及契点乎！

二  “绪编”发微—罗氏比较研究路径管窥

“绪编”为罗氏一书之总纲者也。罗氏开宗明义：

a　葛兆光：《道统、系谱与历史—关于中国思想史脉络的来源与确立》，载《文史哲》，2006

年第 3 期，第 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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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并比较异域文化，总与语言、传统、历史及社会化进程中

所存在之差异问题相关。诠释非欧西文化之各方面及各成分，总受

诠释者本人及被诠释对象所处之政治、经济与地理状况所影响。a

罗氏以为，世界异域之人类所具有之知识具有文化制约性（the 

cultural condition of cognition）。欲对非西洋文化加以研究并分析，

须跳出西洋固化之格式，进入对象文化或目的文化之情境、语境，方

可得崭新之成果，切勿将西洋格式泛化甚至滥用，否则将遗殆无穷。

故罗氏极力反对西洋知识论乃独一无二且普遍有效之认识论话语：

西洋知识论并非独一无二且普遍有效之认识论话语。b

罗氏同时告诫中西双方学者在研究东方（特别是中华）知识之过

程中宜突破由欧西形式逻辑这一方法论所建构之东方主义讨论语境：

汉学作为一门学科建立在对东方主义讨论之语境中，……其

方法论乃欧西形式逻辑。科学分析法本身乃某些特定历史发展进

程及与其相关社会组织与社会结构之产物，倘对科学分析这种方

法不加以批判便运用之，此势必为一罔殆之举。c

罗氏建议，今之学者应冲破已有既定认识论模式之禁锢，突围当

下比较研究所遭遇之瓶颈，以开研究中华认识论之新道，变僵化沉喑

之比较研究焕然一新：

a　Jana S. Rošker, Searching for the Way – Theory of Knowledge in Pre-Modern and Modern China,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xiii.

b 同上，p. xiv。 

c　同上，p. 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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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吾人在认识现实时陷入机械二元论困境之中，亦为打破

所预设之认知模式禁锢注入新动力。a

本书之绪编乃罗氏全书思想之理论。余以为，罗氏欲开新道以求

研究中华认识论之新路径，此新道能辟之前提乃异域文化之殊异语境

的各自阐述：

凡跨文化研究事实上皆建基于对依各自语言与文化所表达之

主题加以认知式反思。b

罗氏发现并重视殊异之历史、语言和文化背景这些特殊条件将导

致相异之知识论体系立于世，此立场已跳出所谓“西化”比较研究路

径—即“以西化中，援中入西” c之比较研究路径之束缚。显然，

罗氏于绪编所示之思想，已进入更高层次所谓“并置”比较研究路

径—即“中西并尊，或中西并斥”d之比较研究路径之境界：

研究中若未考虑不同历史、语言和文化背景所决定之特殊条

件，则吾人将不可避免导致对所考察之对象产生误释。e

是故吾人可将罗氏比较研究定位为“并置”比较研究路径。基于

此“并置”之比较研究路径，罗氏便展开全书之研究论述。而本书下

文之编上章一内容则是展开完全研究论述之前对“并置”这一比较研

a　Jana S. Rošker, Searching for the Way – Theory of Knowledge in Pre-Modern and Modern China, p. 

xiv.

b　同上，p. xiv。

c　张耀南：《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全盘化西”—论“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之“拐点”》，第 91 页。

d　同上。

e　Jana S. Rošker, Searching for the Way – Theory of Knowledge in Pre-Modern and Modern China, p. 

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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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路径之综合运用及论证是也。

三  编上章一发微—罗氏比较研究应用管窥

罗氏一书之编上章一，章题为“中华传统思想中的认识论—

一 般 特 征”（“Epistemolog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thought-General 

characteristics”），乃基于绪编所立论之“并置”比较研究路径之总

括运用也。此章之运用，统摄全书编上与编中所详述之中华传统知识

论（而编下廿六章乃编下所详述之中华传统以后知识论之总评与新启

展望是也）。既为“并置”比较研究路径之一般性运用，则吾人可于

章一全文中遍寻罗氏以“并置”比较研究中西知识论之踪迹也。

罗氏于章一开章便表示，欲研究中华近现当代知识论何以至此，

关键在于溯中华传统知识论之源。而溯源之关键，则在于回归中华自

身之传统，撇开以西洋框架套用于中华传统研究之思维定式。以重现

中华传统之独特本色：

当下研究中有关中华古典和当代文本之认识论视角及其在传

统和现代中华思想语境中之作用的讨论，已日益通过重掘并运用

中华传统中特有之方法路径与传统范畴，取得了颇有成效之发展。a

此乃“并置比”研究肇始之基本原则是也。罗氏基于此并置比原

则以为，中西二者虽为异质文明，但并未意即由西洋所生发之知识论

乃中华所尚付阙如者是也。恰恰相反，中华文明亦自成一套知识论，

所不同者惟表述或形式各有殊异耳，然其旨归则与西洋知识论者同。

故以并置比路径观之，西洋之知识论与中华之知识论，百虑而一致，

殊途而同归者是也：

a　Jana S. Rošker, Searching for the Way – Theory of Knowledge in Pre-Modern and Modern China,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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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自然意味着中华古典哲学家不关注与知识论相关之

问题。a

罗氏进一步采用并置比路径，引中西哲人讨论“不知”为例，以

彰明异质之中西文明竟生发同旨归之“不知”之论：

这种关注在诸多方面都与言必称古希腊之认识论基础不尽相

同，但处在世界不同地域者却几乎在同一时期形成了若干相同之

格言，其中每一格言皆可支持任一严格意义之认识论。是故吾人

惟需推敲苏格拉底之一名言即可。苏格拉底这位名哲—其中不

无某种达观因素—在此格言中承认其彻底之无知，同时即否认

了获取任一对“真”知之先天可能性。b

中华古代哲学家亦得出与苏格拉底相似之结论，如中华古典

道家两位大师亦在同一方面阐明了真知之本质。c

古希腊苏格拉底之格言“我以不知为不知”，与中华先秦老子之

格言“知不知，尚矣”，与庄子之格言“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老

子·七十一章》），并言“不知”之“至知”（《庄子·齐物》），

或有不谋而合之缘，然中西表述亦各有特色。故中西有关“不知”之

表述皆可视为讨论知识之端倪也。罗氏以为，中华有先秦式“不知”

之说，西洋有希腊式“不知”之说，互为并立之说，亦可相通，亦可

相鉴。是故余窃以为，罗氏言外之意在于告诫学者不可简而言惟西洋

知识论为普世之独有体系是也，须知中华知识论之特色及其地位亦与

西洋不分伯仲，然今之学者竟未能明辨之。由是，罗氏明言：

a　Jana S. Rošker, Searching for the Way – Theory of Knowledge in Pre-Modern and Modern China, p. 2.

b　同上，p.2。

c　同上 ,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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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古代思想中存在清晰而全面之认识论基础。a

罗氏在其并置比路径之引导下，严厉批判当下学界所盛行之以西

释中、以西贬中、以西化中之霸权话语体系，并反批西洋哲学界指责

中华无知识论之言论实乃五十步笑百步者是也：

总之可明确的是，中华经典论述中未曾有过具有明确定义之

“知识论”这一学科，欧西古代哲学亦是如此。……“认识论”

乃由欧入华之概念，其内涵与欧西思维方式紧密相连。倘吾人拟

从中华传统文化与独具中华特色之推理方式视角来评价这些具有

“西化”色彩之认识论内容，则吾人敢言这些内容实际上仅是受

完全狭隘框架所限之“西洋”知识论而已。b

由是，罗氏指出，中华知识论同于西洋知识论皆各有其特性、风

格及价值，两大知识论体系万不可偏废其一，失其一则其谬千里。而

互相殊异之两大知识论体系恰应相辅相成以彰显人类文明之丰富多

彩。是故中华知识论乃另辟西洋知识论之径，新开世界知识论之法，

故切不可否认中华知识论之存在特色及深刻意义：

通常而言，中华古代思想家解决有关认识过程及有关知识与

认识本质之问题虽与那些盛行于世并后来成为具有“欧式思想”

风格之思想典范话语大相径庭，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华古代思想家

未谈及有关认识过程及有关知识与认识本质之问题。

故当吾人云传统中华无知识论时，意即传统中华无“欧西认

识论”，或曰传统中华无狭义认识论。c

a　Jana S. Rošker, Searching for the Way – Theory of Knowledge in Pre-Modern and Modern China, p. 3.

b　同上 , p. 4。

c　同上 , pp.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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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罗氏提出其并置比之论点（甲）—西洋知识论着重直

接认识，中华知识论则重视间接认识：

中华大地对知源问题之探究则主重间接认识，换言之，所谓

间接认识即可由教学相长而得之认识，而由感知和推理所产生之

认识在中华大地仅是次要者。a

由此并置比之论点（甲），罗氏衍生而出其并置比之论点（乙）—

西洋知识论具有纯粹之科学性，中华知识论则具有功利实用之道德性：

欧西传统中关于知识本质之问题……建基于科学世界观而

成。而中华传统思想则在更广泛之意义上理解知识本质问题，认

为知识之本质亦（或主要是）源自道德内涵。b

建立在中华经典之上之大多数理论之基本内容根植于实用主

义和功利主义伦理学。c

进而基于并置比之论点（甲）与（乙），罗氏提出其并置比之

论点（丙），该论点亦是贯穿罗氏全书并置比较研究之基本原则之

一 d—即中华知识论重整体主义法，而西洋知识论重主客二分法：

建立在中华经典之上之形式方法乃建基于整体性世界观。e

a　Jana S. Rošker, Searching for the Way – Theory of Knowledge in Pre-Modern and Modern China, p. 4.

b　同上 , p. 4。

c　同上 , p. 5。

d　余以为，贯穿罗氏全书之并置比较研究基本原则有如下六性，即整体性（holism）、整全性

（integrity）、整合性（incorporation）、互系性（correlativity）、互补性（complementarity）

与互容性（compatibility），这些并置比较研究基本原则亦是罗氏经由并置比较而得中华知识

论异于西洋知识论之独有特性也。

e　Jana S. Rošker, Searching for the Way – Theory of Knowledge in Pre-Modern and Modern China, 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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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性路径……乃中华传统思想主要特点之一。a

中华传统知识论建基于“消解”能动之认识主体，此迥异于

西洋认识论。b

综上，吾人可整理得出罗氏有关中西知识论并置比较研究之三大

论点，分别是：

（一）西洋知识论着重直接认识，尤以感知与推理见长；而中华

知识论则重视间接认识。两大知识论体系在认识路径上有所殊异，但

具有互补性；

（二）西洋知识论求真，具有纯粹之科学性；中华知识论求善，

具有功利实用之道德性。西洋知识论求知，而中华知识论求用。两大

知识论体系在知识来源上有所殊异，亦具有互补性；

（三）中华知识论重整体主义法，主合而斥分；而西洋知识论重

主客二分法，主分而斥合。两大知识论体系在方法论上亦有所殊异，

一合一分，相得益彰。

罗氏遂于余下之章一部分详述论点（丙）中所阐述中华知识论所

主之整体主义法为何者是也。其之所以花大篇幅阐释整体性世界观，

盖因此整体性观乃罗氏全书后文至要之立足点也，须在立论之篇章中

明晰之基本义理，以待作为后文具体思想内容之佐证及引申。

罗氏表示，整体主义（holism）既有对立性（opposition），然更

具互补性（complementarity），二者皆不可轻其一，而又尤以后者（互

补性）为中华整体主义有别于西洋主客二分之特色也。故所谓整体主

义，其基础便是既二元对立而又互补合一之和谐规则：

整体性路径……严格说来建基于二元对立概念之互补性基础

a　Jana S. Rošker, Searching for the Way – Theory of Knowledge in Pre-Modern and Modern China，p. 6.

b　同上，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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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a

此和谐规则之假设乃中华古代哲学话语之主要思想准则。b

和谐规则乃认识过程之基本假设，它是先天适用的。c

显然，中西双方于世界观上之所以有整体主义与主客二分之殊异，

罗氏以为其原因便在于相并置之异域文化之异质所致：

文化因素总是影响认识论思想基础，故这些认识论思想基础

之滥觞乃特定之社会结构及具体之社会条件，且前者与后者相符。d

这种由中华文化所独特生发之整体主义路径，最显著之表现、亦

是其得以成立之基础，便是“天人合一”。故所谓整体主义，一言以

蔽之，可曰即“天人合一”者是也：

整体性路径……建基于天（具有宇宙性）人（具有社会性）

合一。e

在此框架中，人被视为宇宙和社会统一体中所不可或缺之一

部。凡人类活动皆反映在这一包罗万象之存在统一体内形色多样

之复合物中，而此存在统一体囊括并同化每一个体之差异。f

罗氏进一步将“天人合一”之思想展开并详述之。在她看来，“天

人合一”思想于知识论层面乃由三个“合一”（unity）之子层面构成，

即：知行合一、内外合一与名实合一。此三者乃“天人合一”思想（或

a　Jana S. Rošker, Searching for the Way – Theory of Knowledge in Pre-Modern and Modern China,  p. 6.

b　同上，p. 8。

c　同上，pp. 8—9。

d　同上，p. 7。

e　同上，p. 6。

f　同上，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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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中华整体主义）于知识论领域之三大独特表现是也。

由于“天人合一”，故外界之“知”与内生之“行”彼此亦应基

于“天人合一”之思想而彼此合一，从而以“行”新“知”，以“知”

引“行”，知行交相互补是也：

在此整体性世界观及对人类生存之理解中，知识总是先天与

其具体应用相联系；无“行”便无“知”。同时，认识亦总因任一（相

互）行为所致之实际结果而发生改变。天人一体之整体观对于理

解“知”“行”间密不可分之联系具有基础性意义。a

因此，罗氏以为“知行合一”乃理解中华“天人合一”思想之重

要路径是也，而“天人合一”之思想本身亦含摄“知行合一”于其中：

理解天人不分之要领在于理解“知行终始不相离”。理解“知

行终始不相离”便可理解天人不分，反之亦然。b

“知行合一”使吾人之外知与内行相符相资、并进并成，进而罗

氏又由求“知”践“行”走向察“外”体“内”之“内外合一”。故“内

外合一”乃“知行合一”基础上之更高追求，吾人通过知行而晓吾人

之定位（position）与使命，从而以能动之主观性（subjectivity）姿态

实现人生或生命价值意义上之“天人合一”。此即“内外合一”之要

旨也：

种种知识亦与实际之自我实现有必然联系。吾人认为，这种

实际之自我实现乃一源于反思外在环境及人在其中之定位之基本

需要。当这种定位与认识宇宙统一体有关时，该定位所具有之不

a　Jana S. Rošker, Searching for the Way – Theory of Knowledge in Pre-Modern and Modern China, p. 6.

b　同上，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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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性乃人类求知之因素。同时，这种不确定性亦赋予人类根据

其与世界及处于存在整体中完全结构化之相互关系之有机联系从

而行事决断之可能性。a

就本质而言，该观点关注天人相与之际：外部环境被这一

互动关系所囊括，而天与人则是外部环境之一部；此外还包

括至精微之主观性，该主观性交织而成独特人格及每一个体

之存在。b

尽管“内外合一”已达至知识论层面“天人合一”之高层境界，

然罗氏并不以为此“天人合一”之论证考究已达造极究竟，故其转而

反思“知行合一”与“内外合一”之可能性与合理性基础—感知与

认知层面之理解力（understanding）何以使前两种“合一”（即“知

行合一”与“内外合一”）成立之来源：

人类之反思建基于对处在世界整体之个体进行自身定位之个

体意识；没有任一个体乃是“从外部”被推入这个世界中的，盖

因每个个体之生长皆为存在总体之一部。每一个体皆受特定之人

的理解力所制约，此理解力不啻在感官知觉这一层面上受限，亦

受限于认知层面，即此理解力在受语言左右之思维层面上受限。c

而罗氏以为，理解力之所以成立者，其关键便在于“言”（language）

与“实”（actuality）关系之恰当也：

语言之标准化（及由认知所反映之知识标准化）必须与存在

a　Jana S. Rošker, Searching for the Way – Theory of Knowledge in Pre-Modern and Modern China, p. 7.

b　同上，p. 7。

c　同上，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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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具有之结构规则性相一致方可实现。a

中华言实之辨，亦可云名（name）实之辨（盖因“名”自“言”

出，故“名”可察“言”，而“言”亦可观“实”）。罗氏以为，倘

“言”“实”关系或“名”“实”关系得到充分考究，则吾人便寻得

把握中华知识论之“知行合一”与“内外合一”真蕴之门，从而亦为

明晓中华整体主义之“天人合一”观提供可能性：

在此语境中，和谐规则已自然而然同语言问题及语言与现实

之关系问题相联系。故旨在为认识社会提供一形式框架之普遍语

言结构，便是实现此和谐规则之先决条件。……因此毫不奇怪，

用以明确中华古典认识论基本之形式假设而做出之基本分类，同

有关语言结构和现实结构间所具有之规则问题密切相关。b

而罗氏于章一文末立一论点，云“名”“实”二者实乃合一也，

文中以“互补性”（complementary）一词明示之。也即罗氏主张中华

知识论之“名实合一”，此便是“天人合一”思想于知识论层面之第

三重“合一”观是也：

该分类通过“名”与“实”之二元互补性关系加以表现。c

综上，吾人可整理得出罗氏有关论点（丙）之中华传统知识论层

面整体主义（“天人合一”）观之“三合一”：

（一）“名实合一”，全书后文先秦诸子知识论之主论题，具思

辨意义；

a　Jana S. Rošker, Searching for the Way – Theory of Knowledge in Pre-Modern and Modern China， p. 9.

b　同上，pp. 8—9。

c　同上，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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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行合一”，全书后文宋明清儒知识论之论题一，具实

践意义；

（三）“内外合一”，全书后文宋明清儒知识论之论题二，具伦

理意义。

故此书之编上章一者，乃著者罗氏运用“并置”比较研究路径所

运用之成果也。

四  余论概说—罗氏比较研究方法与框架批评

综观罗氏绪编及编上章一之文字思想，所贯穿始终者，乃其“并置”

之比较研究方法与框架也。所谓“并置比”，或主张中西并立，互具

特色，全无相通之处，乃世上两种全异之知识论，并立共尊于“东”“西”

之极。此之谓“死并置”者是也；或主张在中西之上共置所谓“普世

知识论”或“世界知识论”，中华知识论与西洋知识论皆其子知识论

一支，互有交流之通、各色之异。此之谓“活并置”者是也。余窃以

为罗氏上文所述之“并置”比较研究方法与框架，当属后者“活并置”

者是也。

反观今西洋汉学研究之中华研究论述者，“西化比”研究路径数

见不鲜，或仍是当今西洋汉学研究之主导路径。所谓“西化比”，或

主张全盘西化，罔顾中学，视中学为材料，死套于西学框架之中，以

为中学仅为西学之一特例耳。此之谓“死西化”者是也；或较为灵活

温和，非将中学全盘视为材料而硬套入视为框架之西学中，而采用西

学以阐释或批判中学，从中学生出西学义理以“正”中学、开“西”意。

此之谓“活西化”者是也。昔及今之西洋汉学者，其“死西化”或“活

西化”者众，盖自晚明西洋耶稣会士入华传教启中西交流肇始至今以

降，求“西化比”之西人迭出不穷。而罗氏竟乃欧西汉学界中已跃出

“西化比”之方法与框架，转而入西洋汉学界鲜而出新之“并置比”者，

余窃以为罗氏之比较研究思想乃欧西汉学界之出类拔萃者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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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余亦以为罗氏比较研究方法与框架所美中不足者，乃其“并置

比”非为究竟之比较研究方法与框架也。“西化比”之不行自不待言。

然“并置比”以中观中，以西观西，不足以使中华纳西洋，仅可有中

西之通，此举不可树立吾中华文化之自信、中华民族之复兴，故余以

为此亦未可也。诚如张耀南先生所云：“考察明末以降四百余年的‘中

西哲学比较研究’，我们发现这门学问已经来到‘全盘化西’的‘拐点’

上：止步于‘以西化中’已经没有出路，止步于‘中西并尊’已经没

有出路，止步于构建‘普世哲学’已经没有出路；只有‘全盘化西’，

才是中国哲学之唯一出路。……‘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现在已被逼到‘格

式转换’的‘拐点’上：摆脱‘以西化中’之格式，摆脱‘中西并尊’

之格式，摆脱‘普世哲学’之格式，彻底转换到‘以中化西’、‘援

西入中’之格式上来，彻底转换到‘全盘化西’之格式上来；彻底实

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西方哲学中国化’以及‘中国哲学

中国化’。”a是故余窃以为，若以“化西比”之方法与框架观中西

知识论之比较，深入挖掘中华知识论之博大奥义，则吾人可化西洋知

识论于中华框架、融西洋知识论于中华框架，使西洋知识论为中华知

识论之一部，以中华之话语诠释西洋知识论，恐为今之学界比较研究

路径之“哥白尼式革命”是也。

所谓“化西比”，或将中学中所具有之零散格式强行用于西学之

中进行阐释，企图将西学所采用之格式全盘换作中学格式加以解读，

以此来进行化西，从西学中生出中学义理以“正”西学，开出“中”意。

此之谓“死化西”者是也；或融通中西诸法，吸取中华哲学之成果，

从中独创出自己之框架，曰“三款六式”者是也，以此全新框架将西

学纳入其中加以解读。此之谓“活化西”者是也。余窃以为采“化西比”

者，当以“活化西”为其比较研究之方法与框架，从而消化西洋知识

论为中华知识论之一部也。

a　 张耀南：《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全盘化西”—论“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之“拐点”》，第 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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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以下试举若干例证，以明“三款六式”之格式进行“活化西”

之可行也，进而突破罗氏之比较研究书写格式，从原书思想中试开其

中之“新意”是也。

（一） 以中华“不知”论之“三款”化西洋之“不知”论

罗氏于书中有云：

处在世界不同地域者却几乎在同一时期形成了若干相同之格

言，其中每一格言皆可支持任一严格意义之认识论。是故吾人惟

需推敲苏格拉底之一名言即可。苏格拉底这位名哲—其中不无

某种达观因素—在此格言中承认其彻底之无知，同时即否认了

获取任一对“真”知之先天可能性。a

罗氏遂举苏格拉底与老子、庄子二例，以明中西先哲对“无知”

皆有殊途同归、百虑一致之看法。苏格拉底曾有言：“我以不知为不

知。”老子曾云：“知不知，尚矣。”庄子亦云：“故知止其所不知，

至矣。”罗氏以为，苏氏与老庄皆表达出“无知”乃得知之最高境界，

此可谓中西知识论之共通处：

中华古代哲学家亦得出与苏格拉底相似之结论。b

余以为，罗氏恰是采用并置比较研究路径，方得出中西知识论某

些结论之“相似”观点。然以余之化西比较研究路径观之，中华所谓“无

知”“不知”“弃智”者，其有三款之内蕴，即感性层面之“不知”、

理性层面之“不知”与灵性（悟性）层面之“不知”三款；而西洋所

谓“不知”者，恐惟及感性层面之“不知”与理性层面之“不知”耳。

故老庄所言之“不知”，其框架广于苏氏所言之“不知”。苏氏之“不

a　Jana S. Rošker, Searching for the Way – Theory of Knowledge in Pre-Modern and Modern China,  p. 2.

b　同上，p. 3。

跨文化对话36期.indd   38 2016-10-19   12:22:18



未命名-1   1 2016/6/23   14:28:43

39汉学家罗亚娜《求道》一书之比较研究方法与框架批判

知”更主要体现于理性层面，以“精神助产术”之法运用理性对语所得，

即西洋所谓“辩证法”（dialectic）之表现是也。而老子言“不知”，

则立足于感性、理性与灵性（悟性）三款而言，故老子之“不知”可

有三种释法焉，窃以为万不可断取其任一而发挥也。

陈鼓应先生曾云：“知不知：这句话可以有好几种解释，最通常

的解释是：一、知道却不自以为知道；二、知道自己〔有所〕不知道。”a

余以为，陈先生所言之“自己〔有所〕不知道”，便是感性层面之“不

知”；其所言之“不自以为知道”，便是理性层面之“不知”。然余

以为于中华知识论层面而言，仍尚阙灵性（悟性）层面之“不知”一款。

是故余以为老子之“知不知”当有第三种释法，即曰“知道却自愿放

弃而回到不知道”，此所谓“自愿放弃而回到不知道”便是灵性（悟性）

层面之“不知”，与后世佛典所谓“去执”有承续之关联是也，乃超

越感性与理性层面之更高“不知”。

反观苏氏“我以不知为不知”，则属陈先生所言之“自己〔有所〕

不知道”与“不自以为知道”之层面，未达至“自愿放弃而回到不知道”

之层次。盖因苏氏曾云：“我是智过此人，我与他同是一无所知，可

是他以不知为知，我以不知为不知。我想，就在这细节上，我确实比

他聪明：我不以所不知为知。”b是故苏氏之“不知”涉及感性与理

性层面，非如老子之“不知”有感性、理性、灵性（悟性）三款层面

是也。有学者以为老子之“无知”乃“反智”之举，余窃以为不可将“反

智”与“弃智”“愚民”等相互释，盖因老子之“无知”应有三款层面，

此乃“反智”一语所不及且不当也。故余以为老子之“反智”，非“反

对人之有智”，实乃“反对人以有智为上智”者是也。

然以“化西比”之视角观之，可得吾中华之“不知”观可消化、

容纳西洋之“不知”观，其视阈之广博出新甚于“并置比”。以化西

a　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 328 页。

b　〔古希腊〕柏拉图著、严群译：《游叙弗伦· 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第 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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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研究路径观，则不可得中西两种“不知”论乃“相似”之结论耳。

（二） 以中华“知源”“知序”之“三款”化西洋之“知源”“知序”

罗氏于书中有云：

中华大地对知源问题之探究则主重间接认识，换言之，所谓

间接认识即可由教学相长而得之认识，而由感知和推理所产生之

认识在中华大地仅是次要者。a

余以为，以“化西比”之视角观之，罗氏此言论亦有待商榷。

其一，罗氏以为吾中华有关“知源”问题侧重间接认识。然吾中

华先秦圣哲子墨子曾将认识之起源（知源）分为亲知、闻知和说知 “三

款”，遂在有关认识之起源（知源）的问题上亦形成了“三款”之框

架也。

以“墨辩”为例：

《墨子·经上》云：“知，闻、说、亲。”《墨子·经说上》云：

“知，传受之，闻也；方不障，说也；身观焉，亲也。”

余以下图明示“知源”问题中所含之“三款”框架：

知源“三款”

直接知源：“亲知”

间接知源：“闻知”

直接与间接之合知源：“说知”（“亲”、“闻”之合）

其二，罗氏以为吾中华所谓“闻知”（即罗氏所言间接认识）惟

教学相长之方式耳。然余窃以为，吾中华之“闻知”有“死”“活”

二式。

以“墨辩”为例：

《墨子·经说上》有云：“闻，或告之，传也；身观焉，亲也。” 

“死闻知”即墨子所谓“亲闻”是也；“活闻知”即墨子所谓“传

a　Jana S. Rošker, Searching for the Way – Theory of Knowledge in Pre-Modern and Modern China,  p. 4.

跨文化对话36期.indd   40 2016-10-19   12:22:18



未命名-1   1 2016/6/23   14:28:43

41汉学家罗亚娜《求道》一书之比较研究方法与框架批判

闻”是也。“亲闻”与“传闻”之方式，不惟教与学二种，其形式之

丰富多样、灵活多变，吾人概莫能穷尽之，岂能云“所谓的间接认识

就是一种可以通过教学相长而获得之认识”耶！

其三，罗氏以为吾中华有关“知序”问题中并不重视感知与推理。

然吾中华先秦圣哲子墨子曾将认识之过程（知序）分为感性认识、理

性认识和灵性认识（悟性认识）“三款”，遂在有关认识之过程（知序）

的问题上亦形成了“三款”之框架也。

以“墨辩”为例：

《墨经·经上》云：“知，接也。”《墨经·经说上》云：“知，

知也者以其知过物而能貌之，若见。”

《墨经·经上》云：“恕，明也。”《墨经·经说上》云：“恕，

恕也者以其知论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

《墨经·经上》云：“虑，求也。”《墨经·经说上》云：“虑，

虑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若睨。”

余以下图明示此认识过程之“三款”框架：

认识过程（知序）

“三款”

感性认识：接知（“知，接也”）

理性认识：心知（“恕，明也”）

灵性认识（悟性认识）：悟知（“虑，求也”）

荀子亦对认识过程（知序）有其论述，伍非百先生曾将墨荀二子

相较而言：

荀墨两家皆从有知处立论。荀子曰：“心有征知，征知则缘

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又曰：“五官薄之而不知，

心征之而无说，则人莫不然谓之不知。”（正名）“五官薄之”，

即墨辩“遇物而能貌”之知也。“心征有说”，即墨辩“论物而著”

之知也。二者皆不能离物而有知。又曰：“凡所以知，人之性也。

可以知，物之理也。以所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其言

人有所以知之性，即墨辩之第一知也。材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物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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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知之理，即墨辩之第二知也。以其知遇物而能貌之。又曰“所以知之

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知。”其第一知，即“知材”之知；

第二知，即“知明”之知。荀墨二家皆从有知处说起。于人则人

有“所以知”之性，于物则物有“可以知”之理，可谓战国末期

名家正宗。a

然荀子所言“知序”，惟详言及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未详及灵

性认识（悟性认识）。其所言及之灵性认识（悟性认识），惟有“情

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荀子·正名篇》）一句似耳。而中华之禅宗，

于弘扬灵性认识（悟性认识）方面却有其造极之造诣是也。故墨荀二

子相较，虽荀子有承续墨子知识论者，然墨子当为认识过程（知序）

之“全”也。

吾先圣子墨子不啻重视由感知（感性认识）和推理（理性认识）

所产生之认识，亦相当重视由直觉或直观所发轫之所谓灵性认识（悟

性认识）。三者兼重，方乃中华知识论“知序”之全貌也。而中华

知识论之灵性认识（悟性认识），恰乃西洋知识论所不见长者也。

是故言“由感知和推理所产生之认识在中华大地仅是次要者”仍可

待商榷之。

（三）以中华分类法之“三款”化西洋之二分法

罗氏于书中有云：

欧西之方法乃是由对外在认识客体之理性认识所界定，亦是

由分析主客体并对其严格二分所界定；而中华古典认识论话语则

由一基于整体性世界观、非理性且直观之探究方法所界定。b

罗氏以为，于分类法上，西洋着重二分法；而中华则不强调分，

a　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第 26 页。

b　Jana S. Rošker, Searching for the Way – Theory of Knowledge in Pre-Modern and Modern China, 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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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合。然余以为，中华之“分—合”关系亦有“三款”（及“六式”），

即：重“分”（纯“分”与重“分”轻“合”）、重“合”（纯“合”

与重“合”轻“分”）、兼（重或轻）“分合”。而既中华有分类法，

则余以为中华之分类法亦有“三款”是也。

余以为中西逻辑在分类方法上，西洋主“二分法”，中华则“二

分”“对分”“三分”兼重而无偏废也：

所谓“二分法”，譬如“动物—非动物”“人—非人”，此分类

方法定要将事物以“二分”之形式划分毕尽。如《老子》四十九章云：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

者，吾亦信之；德信。”其中“善—不善”“信—不信”即此“二分法”

是也；

而所谓“对分法”，譬如“善—恶”“大—小”“阴—阳”“水—火”，

以“对”为“分”，此分类方法并非将事物划分毕尽，所划分之二者

只是对应关系，二者之合非全体也；

所谓“三分法”，即源自《易》之六爻卦象，犹近于吾化西宗之“三款”

也，凡划分除两端外亦持中者，如“上—中—下”“地—人—天”即此“三

分”之法也。

是故中华知识论不啻主“合”，亦有其“分”，且“分”自有其“三

款”是也。

（四）以中华知行观之“三款六式”化西洋之“知”“行”二元观

罗氏于书中有云：

在此整体性世界观及对人类生存之理解中，知识总是先天与

其具体应用相联系；无“行”便无“知”。同时，认识亦总因任一（相

互）行为所致之实际结果而发生改变。天人一体之整体观对于理

解“知”“行”间密不可分之联系具有基础性意义。a

a　Jana S. Rošker, Searching for the Way – Theory of Knowledge in Pre-Modern and Modern China, 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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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氏所言“知识总是先天与其具体应用相联系”，以中华传统术

语而言可谓是“知行合一”观。于罗氏看来，中华知识论之“知行合

一”有两种表现，其一乃“无‘行’便无‘知’”；其二乃“认识亦

总因任一（相互）行为所致之实际结果而发生改变”，意即“有‘行’

则有‘知’”。

余以为，古今中西认识论者论“知”“行”关系，不外言及二类

关系也。其一乃侧重于“知源”（认识之产生与来源）方面而言“知”“行”

关系，其二乃侧重于“知旨”（认识之目的与作用）方面而言“知”“行”

关系。前者或曰“知行先后”之关系（知行分合即属此关系是也），

后者或曰“知行轻重”之关系（知行难易即属此关系是也）。然余亦

以为，无论“知行先后”，抑或“知行轻重”，此二类“知”“行”

关系在中华认识论中亦构成“三款六式”之框架是也。

所谓“知行先后”者，其“三款六式”之框架如下图所示：

“知行先后”关系

“三款”

主“知”先
有知无行（死式）

“知行先后”关系

“六式”

知先行后（活式）

主“行”先
有行无知（死式）

行先知后（活式）

“知”“行”并主
知行相分（死式）

知行相生（活式）

所谓“知行轻重”者，其“三款六式”之框架如下图所示：

“知行轻重”关系

“三款”

重“知”
纯粹重知（死式）

“知行轻重”关系

“六式”

重知轻行（活式）

重“行”
纯粹重行（死式）

重行轻知（活式）

兼“知”“行”
知行兼轻（死式）

知行兼重（活式）

凡古今中西认识论者，其有关“知”“行”关系问题之观点讨论，

所侧重者不外乎于此二类“三款六式”之框架中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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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西哲学之融合而言，所融合之法不外有三：一曰西化，二曰

并置，三曰化西。吾人万不可视“化西”为排斥中西哲学会通、规避

试探异质性文明之自我封闭行径，“全盘化西”亦非等同于“全盘守

旧”“全盘复古”。今人视“西化”为中西哲学会通方式之一部者盛，

视“并置”为中西哲学会通方式之另一部者众，独视“化西”为中西

哲学隙离，然反视其为中西哲学会通方式之又一部者鲜且寡矣。

试想中西哲学，譬犹清水浊墨两相融合：或以水化墨而呈水之清

色，或以墨化水而呈墨之浊色，虽有清浊之分，但断不可言水与墨两

无相融，唯存水墨以彼化此而融或以此化彼而融之理耳。中西哲学会

通亦是如此：或以西化中而呈西色，或以中化西而呈中色，但断不可

言中哲与西哲两无会通，唯存中西哲以彼化此而通或以此化彼而通之

理耳。至此，尚有水墨泾渭分际者乎？曰几稀，未见有上水下墨、层

次绝明之先例。

“并置”亦同，尤于今日全球化之多元态势，中西分明之象断然

已无。即便有以油水之分喻“并置”者，亦须知理想中之油与水上下

层际分明无误，然现实之油水从无油上水下绝明分层而居之状，定是

水中夹油、油中带水。是故窃以为，“并置”一说为最和谐而少争议

之理想之说，然颇不现实；而欲言中西哲学会通者，唯有“西化”与“化

西”乃最现实却最具争议之道。而吾国之学者，究竟取“西化”之道

以彰西色？抑或取“化西”之道以显中色？

以余观之，道理自然从后者出。是故取“化西”之道，一可壮中

华哲学之自信；二可使西人明晓，中华哲学之奥义，绝非西洋哲学之

框架可包罗之，彼自有其中赜理以待中华思维框架探明，不可强植西

学语境以阐，而使中学内涵滋生狭偏之误。罗氏既为欧西学者，其文

明母体毕竟在西，故其已能超越“西化”而入“并置”阶段，实属不

易之先进者，不可强求作为欧西人之罗氏入“化西”之境界。然吾国

学者不同，其文明母体尚在中，若失其本失其大而随西人入“西化”，

此实不可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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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问今之西人何时同今之华人浩浩汤汤般从西，而随华人入“华

化”而从华耶？概率鲜稀矣。故“化西”于今仍争议丛生，颇有误解，

惟广大学者恒念于此，其真理当自明而彰，误读当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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